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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汉语”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然而现有教材编撰在篇章选择、内容编排或知识点取

舍上多基于主观经验，教学成效难以量化评估。基于先秦典型文献的词汇现象的频率、重要程度以及古今

词义的差异，讨论了面向古代汉语教学的词汇知识点语料库的建设，提出了“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的

计算方法，并以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和王硕编著《汉语古文读本》两种性质不同、文选编排顺序不同的

教材作为个案，对比分析了两部教材的篇幅、知识点分布和学习曲线，从量化数据上佐证了学界对两种不

同性质教材的定性认识，同时也表明本文提出的教材预期成效评估方法的合理性。进一步讨论了文选的重

新排序，获得了更加符合循序渐进教学过程的学习曲线。基于语料库的“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评估方

法不仅为教材评估提供了量化方法，也为成效导向教学在“古代汉语”课程的应用提供了探索性的思路和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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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is a core cours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However, its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with the existing textbooks are hard to evaluate, as the article selection, language point 

analysis, and overall arrangement are mostly based on editors’ subjective experience. In order to quantify the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 we put forward a novel approach, based on a teaching-oriented lexical corpus of 

pre-Qin classics, which takes the frequency, importance,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words into consideration. Then 

a case study is carried out by comparing two representative textbooks, Ancient Chinese (by Prof. WANG Li, editor 

in chief) and An Ancient Chinese Reader (2nd edition, by Prof. WANG Shuo), in regard to text length, language 

point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new language points, as well as the learning curve.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support 

the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sets and prove that our approach is valid. In the end, the 

re-ordering of the articles in the textbooks is discussed and a new learning curve which better fits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improvement is obtained. To sum up, our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Ancient Chinese 

textbooks not only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textbook assessment, but constitutes an exploratory attempt 

in introducin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into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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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代汉语”是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

及诸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相关专业一门

重要的基础课程。“古代汉语”的教学活动

源远流长，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课

程则始于 1952 年。“古代汉语”课程的目的

是透过以先秦散文为主的古典文献的讲读，

建立学生对古代汉语书面语的感性认识，并

配合理论知识的讲授，帮助学习者从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论层面，提升学习者阅读及理解

古代典籍的能力。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和要件之一，与

教学活动的预期目标有着密切的关联。“古

代汉语”教学内容一般包括语音（即传统音

韵学）、词汇、语法和文字四个方面的内容。

目前教材较多采用通论和文选相结合的体

例：通论部分是集中或总结讲授，主要内容

包括语音、文字和与句式有关的语法知识；

文选部分是随文讲授，主要内容包括词汇和

与词类活用等有关的语法知识。因此，从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文选部分是目前“古

代汉语”教材的主要组成部分。 

近六十余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内地出

版的“古代汉语”教材多达 200 余种，不同

教学对象不同教学目的的多层次、多类型教

材体系已经形成。然而，现有“古代汉语”

教材的文选部分仍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

的是[1]： 

第一、在文选篇章的选择和先后顺序的

安排上，不是基于语言现象出现的多寡以及

重要程度的客观评估，多数是根据教师和编

者个人的主观经验； 

第二、尽管“古代汉语”教材中已经分

为普通高校通用教材、师专教材、电大教材、

成人自考教材和留学生教材等类型，但这些

教材大同小异，较少考虑学习者的程度、等

级和学习需要，教材的教学效果也难以量化

评估。 

成 效 导 向 教 学 （ 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或译为成果导向教学）的

教育理念在 1981 年首次提出[2]，该理念以

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认为课程的效果是

具体并可检测的，在此基础上设计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目前，成效导向教学已成为美

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理

念[3-6]，在我国教育领域也产生了重要且积

极的影响[7]。考虑当代大学教育的新需要，

将成效导向教学理念应用于“古代汉语”课

程，避免已有教材的不足和局限，推动“古

代汉语”教学从传统的经验式过渡到现代的

科学式，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8]。要实

现这个转变，“古代汉语”教材内容的科学

化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教材的科学性是指课程内容的选择要

建立在一定的标准或统计数据之上，而不是

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确定。教材中包含的教学

知识点是明确的，学生预期的学习成果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ILO）才有

可能是可评估的。当然，学生的实际学习效

果还依赖于具体教学活动过程和学生自身

能力水平以及时间精力的投入，但是本文仅

讨论由教材自身所确定的预期学习效果，称

为“教材预期成效”。 

语料库和知识库是语言教学科学化的

基础，学界已经开展了汉语综合知识库和词

汇知识库的建设，探索了它们在汉语教学中

的应用[9-11]，但在面向“古代汉语”教学的

语料库建设，尤其是基于语料库的教材预期

成效量化评估方面仍缺乏研究和应用。 

文选是“古代汉语”教材的主要组成部

分，词汇又是“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重点
[12]，因此本文基于面向古代汉语教学的词汇

知识点语料库[13]
, 探索性地开展“古代汉语”

教材文选部分预期成效量化评价的研究。本

文将以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版）

（第一册）和王硕编著《汉语古文读本》（第

二版）为研究案例，对比分析两种“古代汉

语”教材中的教学知识点分布、预期学习曲

线和成效。选择这两部教材的原因，一方面，

两部教材具有不同的学习受众和教学目标，

前者是针对中国学生，后者则主要面向留学

生。两种教材存在的差异性有助于评估本文

教材预期成效量化方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两部教材的文选编排顺序不同。在前者《古

代汉语》凡例中，王力先生指出文选顺序“既

按时代、又按文体，有的还要照顾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原则”[14]。后者《汉语古文读本》

则打破了时代和文献出处的顺序，更多地考



虑了由浅到深的学习过程。两种教材文选编

排次序的差异有利于细致地讨论学习者的

预期学习曲线以及可能的学习顺序优化。 

本文将基于教学知识点语料库，对两种

不同性质和文选编排的教材进行预期成效

量化评估，同时还将讨论文选的重新排序，

呈现更加符合循序渐进过程的学习曲线，以

量化数据为现有教材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

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古

代汉语”教材编写和评估的科学化、为成效

导向教学在“古代汉语”中的应用提供探索

性的思路和基础数据。 

2 教材预期成效的评估方法 

本节将简要介绍面向古代汉语教学的

词汇知识点语料库的建设，并给出基于此语

料库的教材预期成效评估方法。 

2.1 古代汉语词汇教学知识点语料库的建设 

“古代汉语”课程文选主要来自于上古

时期的文言作品以及后来各个时期模仿上

古文言创作的作品。本文选择上古时期的 16

部经典文献，具体包括《左传》《国语》《战

国策》《论语》《孟子》等，力求能够涵盖古

代汉语所有基本和重要的语言现象。然后，

按照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上古汉语标记语料

库[15]的词语切分和词类标记，从这 16 部文

献提取出五万余词汇知识点（ Lexical 

Knowledge Points）。本文将其称为“词汇知

识点”而非简单地称为“词”出于两个方面

的原因：首先，“知识点”更加贴近教学目

标；其次，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的切分单位

并不是词，而是词的义位或者用法。以“惊”

一词为例，上古汉语标记语料库中有两种标

记，一是“惊（VH1）”，此处 VH1 表示状

态不及物动词，例如“襄子至桥而马惊”（《战

国策·赵策一》）；二是“惊（VP）”，此处

VP 为使成动词标记，即动词的使动、意动

及其他不及物转及物用法，例如“庄公寤生，

惊姜氏”（《左传·隐公元年》）。在词汇知识

点语料库的建设过程中，同一个词的不同标

记用法是作为多个词汇知识点处理的。据统

计，语料库中共提取出单音节词汇知识点

20749 个，双音节词汇知识点如“天下（NA3）”

31962 个，多音节词汇知识点如“燕文侯

（NB1）”2936 个，共计 55647 个。以上关

于词语属性标注的具体含义请参考文献[15]。 

词汇知识点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是教

学内容安排的重要依据。据统计，学生掌握

前 1000 位词汇知识点，可以达到对上述 16

部先秦文献全部词汇现象 66%的覆盖程度；

掌握前 3795 个词汇知识点，可以达到 80%

覆盖。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应有选择地优先

收录高频出现的词汇知识点。 

进一步地，由于“古代汉语”教材针对

的学习对象通常已经具备了现代汉语的阅

读能力，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又具有传

承性，因此并不是所有词汇知识点都作为教

学内容，即不同的词汇知识点在教学中的地

位是不同的。基于语料库的基础数据，可将

古代汉语词汇知识点分为四类，即 A、B、

C1 和 C0，如图 1 所示。 

古代汉语中

为高频词汇

知识点？

学习受众

是否熟悉？

（即亦见于现

代汉语）

在现代汉语和

古代汉语中存

在显著差异？

知
识

点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C1

B

A

C0

 

图 1 词汇教学知识点的判断步骤 

根据语料库的词频排序和统计数据，前

3795 位的词汇知识点可覆盖 16 部文献 80%

的词汇现象，因此本文以这 3795 位的词汇

知识点作为高频词汇知识点，其余的均列为

低频词汇知识点。据统计，绝大部分低频词

汇知识点在上述作品中的平均出现次数低

于每部作品 1 次。低频词汇知识点划为 C1

类知识点，课堂讲授的成效并不显著，因此

可以建议学生通过工具书等自行学习。C1

类知识点如“庄公寤（DV）生”（《左传·隐

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寤（DV）”，

“寤”为“牾”的通假字，该用法仅出现过

一次。 

对于古代汉语高频词汇知识点，如果学

习者对这些词并不熟悉，或者现代汉语中已

经有了相应的词语来代替的，则标记为 B 类

知识点。以助词“之（T）”为例，该词在上



古 16 部文献中主要有三种用法：（1）用在

定语和中心词之间，表示修饰、领属的关系，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2）宾语前置的标

志；（3）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一般不必译出。这三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均

已消失，仅保留在一些书面语色彩较重的文

献中，对于一般受众来说比较陌生，因此为

一般性知识点（即 B 类）。 

古代汉语高频词汇知识点中，如果该词

汇知识点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但是意义

和用法不同，则标记为 A 类知识点。例如“去

（VA）”在上古汉语中主要用于表示“离开”，

但在现代汉语义为“前往某地”。再如“是

（NH）”，在古代汉语中是指示代词，在现

代汉语中是系词。这种词汇知识点，它们的

语义和用法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差异

较大，容易导致学习者产生偏误，本文列为

重要教学知识点（即 A 类）。 

如果古代汉语高频词汇知识点到了现

代汉语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意义和用法相

同，本文标记为 C0。例如“不（DC）”，在

16 部文献中均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和其它副

词前面表示否定，用法与现代汉语相同，可

不列为教学内容。 

根据上述判定方法，可最终确定 A 类知

识点 748 个、B 类知识点 896 个，其余为

C0 和 C1 类词汇知识点，初步形成了面向古

代汉语教学的词汇知识点语料库。 

教材并不是词汇知识点的简单罗列，而

是由若干古文篇章构成的，因此下文将提出

以篇章为单位的教材预期成效的评估方法。 

2.2 教材教学成效的评估方法 

假设古代汉语教材 M 选择了若干古文

的篇章，可将 M 记为 n 元序列的形式： 

1 2( , , )nM S S S L               (1) 

其中 n 为总的篇章数目， iS 为选择的第 i 篇

古文，这里1 i n  。令集合 A、B、C0、

C1 分别是互不相交的各类词汇知识点的集

合。 

对于每篇古文 S ，可以表示为若干个词

的有序串，记符号 ( )u S 为 S 中的所有词对应

的词汇知识点的集合，即： 

1 2( ) { , , }mu S w w w L             (2) 

其中， 1 2, , mw w wL 为古文 S 中的词汇知识点。

S 中的 A 类知识点即为 ( ) ( )a S A u S  ，B、

C0 和 C1 类知识点依此类推，不再赘述。 

每学完一篇古文，学习者将掌握更多的

词汇知识点，因此可定义学习者的重点知识

点（A 类）学习曲线，即学习到第 k 篇古文

时所累计掌握的重点知识点数目为： 

1

( )
k

a i

i

e k a S


 
  

 
U                (3) 

相应的，一般知识点（B 类）的学习曲线为： 

1

( )
k

b i

i

e k b S


 
  

 
U                (4) 

此处符号 X 表示集合 X 元素的数量。A 类

B 类的总学习曲线为： 

( ) ( ) ( )a be k e k e k                (5) 

在课程完成之后，学习者可以获得的总

的 A 类知识点和 B 类知识点分别为： 

 ( ) ( ) ( )
S M S M

a M A u S u S A
 

   U U  

 ( ) ( ) ( )
S M S M

b M B u S u S B
 

   U U  

可定义课程成效为： 

( ) ( )a M b M                 (6) 

特别的，应该存在： 

( )e n                         (7) 

现在考虑教材篇章顺序的影响，假设在

学习古文
jS 时，学生已经具有前期

1 2 1, , , jS S SL 的知识，因此并非
jS 中所有的

知识点都是新知识点。
jS 中出现的新的 A

类知识点可以写作： 

1

1

ˆ( )
j

j j i

i

a S a S S




 
  

 
U             (8) 

类似地，可以得到 B 类新知识点的数目
ˆ( )jb S 。如果某篇古文的新知识点过多，表

示新的教学内容多，学习难度大。反之，如

果某篇古文的新知识点过少，则表明以复习

旧的教学内容为主，引入的新知识不足。 

上述教材预期成效的计算方法可为评

估“古代汉语”教材的学习曲线和教学成效

提供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手段。 

3 “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分析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共四册）是



目前我国高校使用最广泛的“古代汉语”课

程教材，本文仅选取其中的第一册，该册主

要是先秦散文，以下简称为《古汉》。同时，

本文还选取了主要面向留学生的“古代汉语”

常用教材作为对照，即王硕编著的《汉语古

文读本》（第二版）教材，以下简称为《读

本》。下文将对这两种教材进行个案分析和

量化比较。 

3.1 教材篇幅分析 

《古汉》共分为 4 个单元，选文 51 篇，

合计 15000 余字。各单元所选古文的数量不

一，第一单元 10 篇均选自《左传》，第二单

元 6 篇选自《战国策》，第三单元 25 篇分别

选自《论语》和《礼记》，第四单元 10 篇选

自《孟子》。所选古文篇幅各异，其中最长

的是选自《战国策》的“鲁仲连义不帝秦”，

约 1300 余字，最短的是选自《论语》的“乡

党”，只有十余字。《古汉》教材文选的篇幅

分布如图 2 所示。 

 

图 2 《古汉》文选的篇幅分布 

《读本》共计 45 个单元，每个单元只

有一篇古文。本文仅考虑其中的先秦部分，

共 34 篇文章，合计 5700 余字。《读本》在

选择古文时并没有考虑作品年代的先后顺

序和出处，各单元文选部分的篇幅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3 《读本》文选的篇幅分布 

两者比较，在先秦文选中，《古汉》的

总字数约为《读本》的 3 倍，《古汉》个别

篇章的长度超过千字，这些长文分布在第二

和第四单元，而《读本》最长的篇章不超过

600 字，主要分布在教材的后部。 

3.2 教学知识点及其密度分析 

《古汉》和《读本》所选古文中，每篇

均包含着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知识点。基

于词汇教学知识点语料库，这些词汇知识点

分为 4 类，各类词汇知识点在文章中的分布

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图 4 《古汉》文选的知识点分布 

通常而言，篇幅越长的文章所涵盖的知

识点就越多，这可以通过比较图 2 和图 4，

或者图 3 和图 5 得到。同时，注意到 C0 类

知识点，即在古代属于高频词、在现代汉语

也出现并为学习者熟悉、且古今词义用法相

同的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揭示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传承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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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读本》文选的知识点分布 

两者比较，在先秦部分的文选中，《古

汉》的单篇知识点平均数量要高于《读本》。

若仅考虑 A 和 B 两类知识点，《古汉》有多

篇超过了 100 个，而《读本》单篇最多为 60

余个。 

图 4和图 5中知识点的数量和文选长度

有较大的关联，为此需要考虑知识点的密度，

即单位数量的字数中包含的 A 类和 B 类知

识点的总数。不同文章的知识点密度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图 6 《古汉》文选的知识点密度 

 

图 7 《读本》文选的知识点密度 

图 6 和图 7 表明，根据字数进行归一化

之后，各单元的知识点密度存在变化，但两

部教材没有显著的差异，大体均为每 4～5

个字出现 1 次 A 类或 B 类知识点。 

3.3 新知识点的分布和学习曲线分析 

在学习者学习新的文选内容时，并非所

有的知识点都是新的，其中仅有一部分是新

知识点，另一部分是旧知识点，主要用于复

习巩固。 

在学习者顺序地学习《古汉》或《读本》

的过程中，新知识点的分布分别如图 8 和图

9 所示，此处仅考虑 A 和 B 类知识点。 

 

图 8 《古汉》文选的新知识点分布 

 

图 9 《读本》文选的新知识点分布 

图8中，第一单元第一篇文章即《左传》

的“郑伯克段于鄢”，大约提供了 100 多个

待学习的新知识点，随后文章的新知识点数

量大大降低，教学内容主要是对前面所学知

识点的复习和巩固。第三单元文选中的新知

识点均不超过 20 个，甚至有若干篇文选不

再包含任何新知识点。 

本节对新知识点的分析数据表明，《古

汉》教材中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新知识点

明显偏高，尤其是第一单元的第一篇文章

“郑伯克段于鄢”就出现了大量的新知识点，

学习过程呈现先难后易的情况。 

图 9 中，除了少数文章外，《读本》各

篇新知识点数量均不太多，呈现了一种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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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的学习过程。 

根据本文成效计算方法，可以获得《古

汉》和《读本》教材的学习曲线 ( )ae k 、 ( )be k

和 ( )e k ，其中 k 为所选古文的序号，分别如

图 10 和图 11 所示。 

如图 10 所示，《古汉》第一单元各篇的

新知识点数量较大，因此学习曲线较陡，在

第一单元完成后累计 135 个 A 类知识点和

185 个 B 类知识点，大约已占全书总知识点

的 47%。随后逐渐变缓，尤其在第三、第四

单元的学习上相对平滑。在全书学习完成后，

总计获得 A 类知识点 317 个、B 类知识点

361 个，合计 678  ，占词汇教学知识点语

料库所有 A、B 类知识点的 41%。 

 

图 10 《古汉》文选的学习曲线 

 

图 11 《读本》文选的学习曲线 

图 11 表明，《读本》教材学完之后，总

计获得 A 类知识点 179 个、B 类知识点 214

个，合计 393  ，占词汇教学知识点语料库

中所有 A、B 类知识点的 24%。《读本》的

学习曲线总体均匀，尤其是初期更为平缓。 

图 10 和图 11 说明，本文提出的教材预

期成效计算方法，不仅可以给出不同教材可

以累计获得的知识点数目，而且可以进一步

给出不同教材不同篇章顺序对应的学习曲

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教学内容顺序的优

化提供支撑数据。 

3.4 单元顺序重排和学习曲线优化 

通常而言，初期学习者的知识积累不足、

学习兴趣和意志力较弱，因此初期较为陡峭

的学习曲线并不适合所有的学习者。图 10

表明，《古汉》教材的学习曲线初期较为陡

峭。然而，若对教材内容的顺序进行调整，

首先安排原第三单元的《论语》和《礼记》，

其次是第四单元的《孟子》，最后是第二和

第一单元的《战国策》和《左传》，在新的

教学顺序下，学习者的学习曲线如图 12 所

示。 

 

图 12 《古汉》单元顺序调整后的学习曲线 

值得注意的是，仅通过调整单元的顺序，

学习曲线的形态就发生了改变，新的学习曲

线表明教材知识点的安排更为均匀，更适合

于有循序渐进需求的学习者。 

理论上，可以进一步重排单元内部的文

章顺序，更加优化教学顺序和知识点的安排，

从而更适合学习者的需求。计算最优的教学

顺序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本文在此

不展开讨论。 

4 结语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然而现有教材编撰在

内容编排、篇章选择或语言知识点的取舍上，

大多根据编者的个人经验及喜好，属于传统

的经验式。为了使“古代汉语”教学向科学

化模式转变，本文基于先秦典型文献的词汇

频率、重要程度和古今词义对比分析的调查

数据，介绍了面向“古代汉语”教学的词汇

知识点语料库的建设，从科学性原则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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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的计算方

法。随后，本文以目前王力《古代汉语》（第

一册）和王硕《汉语古文读本》两种不同性

质的“古代汉语”教材为研究个案，评估了

两种教材词汇教学知识点的数量和分布，给

出了学习曲线和预期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使

得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以量估，不仅表明本文

提出的教材预期成效评估方法的合理性和

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拟定并落实成效

导向教学的教学目标，提升教学的效果。 

此外，本文还讨论了文选的重新排序，

通过文选顺序的重新排列可以获得更加符

合循序渐进原则的学习曲线，最大限度达到

学习效果的优化。因此，对不同的教材，本

文方法不仅可以评估教材词汇教学知识点

的覆盖情况，根据相应的教学目标来指导不

同的学习者选择不同的教材，也可以对教材

内容的优化提供建议。 

王力先生在编纂《古代汉语》教材时就

已经提出文选顺序要“既按时代、又按文体，

有的还要照顾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前辈和时贤也都在教材文选的选择和编排

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本文以语料库

为指导开展“古代汉语”教材预期成效的量

化评估也是相对崭新的一种尝试，其中必然

还存在大量的不足与问题。“古代汉语”课

程教学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词汇

虽然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

还需要考虑语法和语音的知识讲授；文选除

了考虑词汇知识点的词频和先后顺序的排

列，还需要考虑文选作品的时间先后顺序和

经典性。因此，面对这样一项复杂的工程，

一方面，需要整理和借鉴“古代汉语”传统

教学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借助科学化的教

学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更多属性的标注，

开展更大规模的语料库建设，从而更好地提

升“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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